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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藏族移民宗教信仰的现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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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都市藏族移民无论是其内在信仰还是外在宗教行为都在进行着现代转换。佛教二元信仰结
构之间的张力使藏传佛教保有了生机和活力，实现了社会场景变迁中的动态平衡。藏族移民的生死轮回
观变化较小，但在因果报业观上呈现出分化; 迁出地原有宗教传统依然是都市藏族移民信仰行为调适的参

照系，部分公共性仪式向迁出地转移并在都市中私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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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社会与中国各地一样，正在发生大强度的都市化，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加速运行的过程

中。而西部都市化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其既有中国农村或中小城镇向都市集中的移民之一般特
征; 还是一个具有强烈藏传佛教信仰色彩的群体。据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除首次人口普查外，我
国各省区均有藏族分布，分布特征为“大杂居、小聚居”。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藏族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与外界的频繁交流。加之户籍、住房等制度的调整，以及交通、通讯设施
的改善，为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提供了条件，区际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逐年增多。从 1982 年到 2000 年
的 18 年间，我国建制市的藏族人口增加了 2. 89 倍［1］。虽然藏族迁移和流动的强度［2］相对较弱，但藏
族分布在全国各建制市的人口在逐年成倍增加。而这种具有特殊信仰的人群的都市化，究竟与他们
所移入的都市环境，以及他们信仰生活发生地的信仰生活环境有何关系? 他们的信仰从难以观察的

内心观念到外在的宗教行为有何改变? 进而言之，这一改变具有什么样的趋势性或总体性? 本篇将

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区藏族移民。
据 2005 年底的数据显示，成都市约有 30 万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其中又以藏民族人数最多。到

2007 年底，成都市外来定居少数民族人口有 35 万［3］，就藏族而言，有户籍的共有 2 万余人，常住人口
约 12—14 万人。武侯区的藏族聚落是成都最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落，是目前国内除藏区以外，藏族
人口流动最大的地区。该辖区常住少数民族人口约 2. 6 万人，其 70%—80%为藏族，包括学生和有
户口的藏族; 流动人口达到 120—150 万人次 /年，主要分布在浆洗街。基于成都市藏族移民在全国所
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笔者对成都市的藏族移民进行了为期几年的追踪调查，在具体的研究过程

中，主要采用了问卷法、入户调查、访谈和观察的方法。考虑到人力、物力的因素，本研究仅发放了
10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80 份。调查中还对 32 个藏族移民进行了访谈，以弥补问卷数量上的不
足，其中有 20 人属于从问卷调查中抽出的被调查者。调查结果显示，都市藏族移民无论是内在信仰
还是外在宗教行为都在进行着现代转换。

一、都市藏族移民信仰的现代转换

虽然目前各学科对“信仰”这一核心要素的界定，还存在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

本文为 2009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场景改变对都市藏族移民宗教信仰的影响》( 项目编号:
SC08C002)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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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悬而未决的原因而绕过它。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二元结构分化已为不少学者所指出，这一
现象在藏传佛教中也同样存在，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僧侣佛教与信众佛教。如此，藏传佛教二元信仰
结构如何在都市中达到动态平衡，既能解决社会问题———普渡众生，又能解决神职人员的个人修习问
题———得道成佛? 对都市藏族移民来说，则是如何成功地转化和消解传统藏传佛教修道生活与反经
济等“理性功业”之间的矛盾，完成修道生活与理性事功间的和解。这也就是韦伯命题所要解决的问
题。
如果说在藏区“藏传佛教信众的头脑中，社会是一个三维结构: 地狱—人间—天国，就其重要性

而言，显然是两头大、中间小”［4］，那么，都市藏族移民头脑中关于社会之三维结构的重要性就产生了
变化，它变得两头小、中间大了。
( 一) 佛教二元信仰结构的动态平衡

按照韦伯现代性理论的看法，任何一个真正的救赎性宗教都无法消除它的意识和现代性，特别是

现代理性化的经济等科层制度之间的紧张。也就是说，现代化所带来的世俗化的“祛魅”倾向几乎不
可避免地会给各个宗教传统带来挑战。按照韦伯的观点，新教完成了二者之间的和解，但东方宗教却
没有这一现代性的转向，进而抑制了现代性所必需的“形式理性”的发展。因此，包括佛教在内的东
方宗教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从高度个体性解脱意向和虔敬的道德准则中，开展出一种有条理

地控制世俗生活的“理性的社会伦理”和导向俗世功业的“经济伦理”。［5］

基于佛教是一种具有宗教基础的伦理和心理学体系的观点在国内外学界基本上获得了认同。正
如拉·阿莫卡宁所强调的那样:“佛教是一种高度发展的伦理和心理学理性，伦理问题和个人责任毫
无例外地始终是它的哲学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准则适用于其他的所有派别。”［6］

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体系。这个体系的二元性，表现为大乘、小乘两派之
间的差异，即小乘佛教把注意力放在独善其身方面; 大乘佛教在修行上讲戒定慧三学和六度，主张利

他，认为普渡众生之后才能得到自己的解脱。但恰恰是这种利他思想，使大乘佛教本身成为了一个矛
盾体，即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矛盾。因此，有研究者将这二元性归纳为僧侣佛教和信众佛教，前者限定
在上层统治集团和某些寺院中流行，典籍翻译和密法传授都秘密进行; 后者则深入民间，同苯教的巫

术和传统医术结合起来，在广大下层民众中流行。［7］僧侣阶层更倾向于佛教的哲学心理学层面，但这
些较高层次的个人修炼和难得的机缘，对广大信众来说是不现实的。于是，仅仅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喇
嘛教秘传形式与民间信仰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但二者之间通过某种特定的仪轨实现的暂时合一又

造成了人神合一的混乱。之后，在阿底峡和宗喀巴的努力下，才使这种二元结构重新获得了秩序，形
成了一套严格的僧侣制度，将显、密的地位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虽然修密受到了限制，但实质上是在
理论上获得了系统的支持，确定了密宗高于显宗的地位。
正是藏传佛教二元结构之间的张力使藏传佛教保有了其生机和活力，在中国内地和藏区生生不

息，而没有像小乘佛教那样，入中土后仅在南朝一度发达，至唐时则归于消灭。也正是因为佛教所具
有的宽容性，使它在方法和实践上非常灵活，进而能适应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各
式各样的人。于是，我们可以说，藏传佛教的教义和信仰本身就为任何一种社会场景的变迁做了阐
释，即使是藏民都市化所带来的信仰及其表达形式的一切变迁。
( 二) 都市藏族移民的信仰变迁

宗教的真假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带有误导性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地，我们都赞同这样一个观

点，那就是信念( beliefs) 是个体信仰的核心。基于此，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信仰”的次级概念———信
念来描述藏族移民信仰的都市化转化。当然，我们并非要用藏族移民宗教信念的变迁与否来判断他
们是否信仰藏传佛教，而仅仅在于描述藏族移民宗教信念变化的特征，以及与年龄、职业、地缘及性别
等方面的相关性。
藏传佛教中生死轮回的观念，改变了藏民族对于人的世界和神灵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意念和人生

观。因此，本文将生死观作为测量宗教信念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藏族移民的生死轮回观
变化较小，但在因果报业观上呈现出分化。
对“是否相信来生”这一问题，在 80 名被调查者中，有 35 人( 43. 8% ) 的藏族移民回答“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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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虽然这一数据偏低，但加上“不完全相信”的 20 人( 25. 0% ) ，这一数据也达到了 68. 8%。如果
从“相信活佛转世”来看，则达到了 78. 7%。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完全相信的比率相对较低，但“不
完全相信”的藏族移民更多地集中在 25 以下的年轻人，这一群体正处于宗教信仰与主流信仰发生冲
突的阶段中，由此开始对轮回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这是他们在适应移民生活初始阶段所遭遇

的。事实上，“相信来生”与“活佛转世”二者反应的都是藏传佛教的生死观，即其轮回哲学。调查结
果上二者的差异，可能与被调查者对问题的理解相关，“是否相信来生”这一问题容易使被调查者将
其与自身经历联系起来，进而将该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来考虑和推断; 而“活佛”与世俗生命是有
差异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连续体。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被调查者有所顾及，会在不同场合有选
择地进行掩饰。
调查还显示，都市藏民的因果报业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问及“你是否认为现在生活得

比您好的人是因为他上辈子做了很多善事?”有 58 个被调查者选择了“否”，占样本数的 72. 5%。问
卷还设计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念经和转经得越多，他下辈子会过得越好?”结果与上述问题之结果
一致。这说明，藏族移民在对现实生活的归因上，不是寻找“前因”，即前世的“业报”，而更多的是从
“此世”中来寻求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将此世的各种情况作为前世的“果”，也没有将此
世作为来生的“因”。而是更多地将思维放在了“现实报”，这说明部分藏族移民开始降低自己的修行
目标，在观念上呈现出圣俗分离、虚实共存，既重视精神生活、又重视世俗生活的态势。或者说，藏族
移民开始了从舍此岸求彼岸到以此生的幸福去接近彼岸的转变。
( 三) 都市藏族移民信仰的泛化

任何一个常规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是多样的、复合性的。在藏区，整合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是由藏
传佛教来提供的，藏传佛教所提倡的出世哲学与现代社会对金钱的追求、自我中心、享乐主义、消费主
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虽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现代要素的移植和渗透，如今的藏区仍然还
是以传统的藏传佛教价值为其主要的支撑。我们关注的是，在异质性的现代化都市中，具有传统藏传
佛教价值观的藏族移民群体，如何调适自身的价值系统，避免与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从而在多元

社会中形成共存互补的状态。事实上，前面我们提到的许多不再信仰藏传佛教的案例，都与价值观的
改变有关。
将价值系统分为传统和现代的两极思维易于得出非此即彼的冲突理论，而忽略多元社会中各价

值之间的共存和互补关系。传统藏族的价值系统与现代都市的价值系统之间虽然有诸多差异性甚至
对立性，但藏族移民都是在不断适应移民生活的过程中，寻找着彼此之间的无缝对接。近现代社会进
步的标准本身就是认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互相促的结果，但这两种价值至今也没有成为藏区农牧社

会的主导价值。
藏族人所有的观念变迁都能浓缩为对现代教育的态度。笔者在藏区的调查显示，藏族农牧民在

教育意识上所有转变，表现为对现代教育存在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同现代学校教育，表
现在家庭教育投入问题上，则认为不能像以能否考上大学作为家庭教育投入的标准，关键在于不能让

孩子一点知识、一技之长都没有。但另一方面，由于接受现代教育困难且教育回报低，职业技术教育
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农牧民( 尤其是在牧区) 往往会选择将子女送入寺院，甚至许多已经在接受

学校教育的适龄儿童也存在中途退学进入寺院学习的现象。而都市藏族移民对现代教育的态度则是
积极的，有 95%的被调查者支持学校教育。近年来，成都市藏族移民群体中就学及陪读群体人数的
迅速攀升，则是他们对教育、科学的态度改变之体现。

二、都市藏族移民宗教行为的变化

一种宗教传统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偶然性的领域内进行，所有保留下来的传统都与当下社会发展、
以及在这一社会中信徒的需要相适应。藏族移民从藏区迁徙到内地大都市后，外在社会环境与自身
需求的变化是导致其信仰外在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结合藏传佛教和本研究的实际，笔者
将把藏族信众的宗教行为主要集中在其宗教仪式上，并将仪式分为日常仪式和特殊仪式两大类。点
酥油灯、奉净水，每天早晚磕头、转经、念经、转寺庙和白塔、放生，这些都属于日常的宗教活动，另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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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些特殊的仪式，如参与一般由寺院组织的宗教节庆、法会、道场; 以及每年在家请活佛、喇嘛作
法事; 遇见难抉择的事，请高僧测卦; 出远门择吉日、婚丧嫁娶、房屋修建、装饰都进行打卦、诵经等。
( 一) 日常仪式的改变与创新

藏传佛教的仪式分门别类，非常多，甚至同一仪式在不同的地区、教派和寺院也有不同之处。通
过比较发现，藏族移民在日常仪式的践行上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变迁: 1. 念经是变化最小的宗教行
为，变迁在于因与磕头这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一边磕头一边念经的行为的减少。这来自于此种宗教
行为本身的隐秘性和方便性; 2. 都市居住格局和居住条件的限制以及劳动时间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
磕头形式和数量的变化; 3. 就放生行为而言，首先在于移民行为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变迁，使信徒过去
以家庭为单位的放生行为变为单个人的行为，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松散的自组织的放生群体日

渐形成。事实上，这种群体性的放生组织不仅在藏传佛教信徒中，在汉传佛教信徒群体中也十分盛
行。据笔者的了解，各种大大小小的放生群体定期在九眼桥水产市场购买命物，然后到龙泉湖或是北
湖放生。其次，放生对象和过程的变迁使放生的频次改变。所谓放生，即赎取被捕之鱼虫禽兽放之于
池沼、山野之中，举凡天上飞的如鸽子、麻雀，地上走的如鸡鸭、牛羊，水里游的如鱼虾、鲈鳗，土里钻的
如蚂蚁、蚯蚓，大到狮象，小到昆虫，只要有生命的个体，在力所能及和必要时都可以放生。但在成都
这样的内地都市，放生的主要对象改成了渔市的鱼虾等水中生物。而都市内河流的污染和稀少，也使
放生的过程更为艰辛，时间也更长，市区的府南河并不适合放生，信徒只有选择到郊区比如龙泉湖这

样的地方放生。所有这些变迁都使单位数量上的放生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金钱和时间) 大大
高于在迁入地所进行的放生行为，笔者认为，这完全可以弥补信徒在放生频次上低于迁出地所带来的

变化。
( 二) 特殊仪式的私密化与转移

特殊仪式一般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都市公共性活动场所的缺失导致了两种现象的产生: 一是我

们上面所提到的仪式的转移实现，即将当下所需仪式转移到信仰的发生地去实现; 二是公共性仪式在

都市中的私密化或家庭化。
移民的直接后果首先是位置的变迁，大型的宗教节庆一般是由寺院主持的，这就意味着移民将无

法正常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我们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藏族移民参与较多的是年终和年初的活
动，说不上是专门回去参加这些节日，但除了是回老家过年以外，或多或少也有这些原因。平时的时
间，除了时间较自由的退休者或是在成都养老或赋闲的移民以外，很少有人专门回去参加这些宗教节

庆，但如果回迁出地时恰遇宗教节日，他们一般会很乐意地参与进去。成都历来就是佛教传播的重要
地区，虽然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有个中差异，但二者本为一家，历来交往频繁。因此，在某些大型
的宗教节日上也有共同之处，移民也常常会参与进来。例如，每年的燃灯节期间，每天到宝光寺点灯
( 点酥油灯，而非清油灯) ( 看他们每年的法会举行情况) 的藏族信众就有 3—4 百人次。
这里，我们将家庭法事这一宗教仪式也放在了特殊仪式的范畴中。在藏区，遇到人的生、老、病、

死时，许多人仍去寺庙求神拜佛，寻求神职人员和宗教仪式的支持。但城镇中的许多人已将请喇嘛念
经与医疗看得同样重要。本研究中的被访者表示，应有的家庭法事在迁出地一般都会举行，而只有
15%的人表示在成都举行过家庭法事，即使举行，也由于念经和法器的声音都太大，邻居如果有意见，
物管就要干涉，即使念经，也不能使用法器。多数人表示如果需要做法事，都是打电话给家人，让他们
在迁出地举行。
可以看出，迁出地原有宗教传统依然是成都市藏族移民信仰行为调适的参照系，表现为在移植原

有宗教信仰场景和行为基础上的调适，调适中有创新行为发生，这是新一层次上的传统的累积。在变
迁原因上，主要是由客观社会环境的变迁所带来，制度对此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迁入地社会宗教
信仰的异质性这一事实造成的移民信仰实现机制不足，主要表现为寺庙( 尤其是藏族佛教寺庙) 、白
塔、经堂等实现信仰表达的神圣空间的不足。另一方面，城市居住格局对一些仪式的限制，一是对日
常仪式，诸如磕头、转经的限制; 二是对一些特殊仪式，尤其是家庭法事之类的限制，如迁居法事无法
按照藏区的方式进行。这带来的结果是，移民将某些信仰行为通过次级代理的形式转移到迁入地以
实现信仰需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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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在藏区，整合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是由藏传佛教来提供的。藏传佛教所提倡的出世哲学与现代
社会对金钱的追求、自我中心、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但移民依然在迁入
地停留下去的这一事实，向我们证明了来自这两种价值观系统之间的差异并非致命性的。原因在于
藏传佛教本身的二元结构体系，它在普渡众生这个层次上所做出的人间性调适或者说是现代性转换，

为信众内在观念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依据和解释。而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出，都市藏族移民在信念上
表现出了较少的冲突，这是他们内在信仰转换较为成功的标识。
移民信仰现代性转化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功能替代的产生。在传统藏区，藏传佛教为藏族人提供

意义解释，并以道德的形式将藏族社会整合在一起。而在内地都市，社会的多元状态为移民提供了一
套能替代过去由信仰所承担的那部分功能。另外，宗教信仰在社会整合上的正、负功能都有所发挥，
在族群内部，信仰仍然是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它不仅将迁入地的移民整合在一起，同时将移民与藏

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整合形式在将移民生活有序化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移民与主
流社会之间的互动。不过，正如笔者前面所表明的那样，除了世俗化命题对宗教变迁的最终结果是
“消失”判断失误以外，它的其他命题都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现代宗教变迁的趋势和特征。这种特征
既是世俗化的，又是反世俗化的。这使它最终成为都市多元宗教传统中的一个传统，而不是被消亡。
总的来说，藏族移民依然在积极主动、而非被动地坚守着自身的宗教传统，甚至是那些基于环境

改变而不得已进行的调适，都是一种主动寻找解决途径的方式。这种调适，把他们的传统习惯变成了
更加有效的形式。对于藏传佛教及移民信仰的这种现代性转换，或许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阻挠
这种现代化，正如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西藏的宗教集团应当为西藏
的军事落后承当最后责任; 保守势力一再反对和阻挠那些处于维护西藏地位的需要而主张使军队和

政府现代化的人的开明举措，这也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
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
断。”“在这一时期，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可是在每个转折点，寺院集团及其在
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为保守的主张。”［8］我想，当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时，如何抓住“契
机”，“依照神或佛的戒律来为世间的理性化的伦理转换提供动机和方向”［9］，成功地转化和消解传统
修道生活与“理性功业”之间的矛盾，完成二者之间的和解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 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2］迁移( 或流动) 强度是指总人口中迁移( 或流动) 人口所占的比例，即迁移( 或流动) 强度 =迁移( 或流动) 人口数 /
总人数之比。通常用‰来表示。
［3］对于成都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数据有三个: 35 万、40 万、42 万。目前统计局的统一口径是 35 万，在蓉就读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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